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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刻画产出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各种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冲击响应。通

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后，施加识别条件对税收冲击进行识别并得到结构向量自回

归模型，然后对税收政策冲击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各种税收对产出的冲击作用不同：（1）个人所得

税通过降低私人消费，并对劳动供给无影响从而对产出具有负向冲击，同时说明李嘉图等价原理在我国不成立；（2）

企业所得税增加了投资成本，抑制了投资从而对产出具有负向冲击，此结论符合新古典投资理论；（3）间接税对产

出的冲击都比较小，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对私人消费具有较小的负向冲击，因而对产出具有很小的负向冲击。而营

业税则通过对促进私人消费的增加，从而对产出具有较小的正向冲击。 

关键字: SVAR（结构向量自回归）；脉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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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税收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的研究，大都以总量税收作为研究对象。然而根据经济理论，各个

税种对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比如，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 1980）[1]

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跨期模型，发现所得税和消费税对居民户的储蓄决策具有不用的作用。Baxter and 
King (1993)  [2]运用新古典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结论认为一次总付税和扭曲性税收对经济的影

响效果不一致。门多扎、米莱西—费雷蒂和阿塞亚（Mendoza, Milesi-Ferretti and Asea, 1997）[3]在

其内生增长模型中发现，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效应取决于家庭对其时间的主观判断、所得税的归宿等。

认为所得税降低经济增长率，而消费税的增长效应不确定，依赖于劳动供给弹性。 

实证分析也证明了不同税种对经济的不同作用，比如，Tanzi 和 Zee（2000）[4]运用OECD国

家的数据研究发现，提高所得税率和消费税率都使居民储蓄的减少，对于两种税率相同幅度的变化，

前者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更大。耐尔、布利尼和格默尔（Kneller，Bleaney and Gemmell，1999）[5]研

究了 22 个OECD国家的 1970 年~1995 年间的截面数据，得出结论认为，扭曲性税收（所得税、社

会保障税和财产税等）抑制经济增长，而非扭曲性税收（对产品和服务征收的税，即广义的消费税）

对经济增长则没有这个作用，生产性的政府支出（比如基建支出）促进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的税

收则不然。 

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对各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马拴友（2003）[6]运用我国

年度数据的回归模型对我国各种税收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论是，个人所得税、农业税、

关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而企业所得税、其他工商税收与经济增长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

其他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正相关。李绍荣和耿莹（2005）[7]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的税

收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所得税、资源税和行为税类份额的增加会提高

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财产税类和特定目的税类份额的增加则会降低经济的总体规模。 

因此在研究税收对经济变量的影响时，仅研究总量税收是不够的，要分税种进行研究，在我国

研究各个税种对经济变量的影响的计量分析的文献比较少，而且大部分采用简单的回归模型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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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本文采用SVAR方法研究在我国产出对不同税种的冲击的响应并对影响途径进行分析，由于篇

幅有限，本文着重研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对产出

的影响。我们的结论表明不同的税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一致的。 

1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的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1.1 个人所得税的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根据传统的IS-LM模型，AD-AS模型，所得税率的提高将同时导致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

移动。从总需求角度考虑，所得税的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有两种观点。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所得

税收入降低，则个人可支配收入提高，因而可以刺激私人消费，导致总需求曲线右移。而根据李嘉

图等价原理，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债务融资只不过是推迟的税负[8]，理性的人具有发展的眼光，他

们知道今天减税只是把今天的税收延期到了将来。如果政府今天减税，并且发国债来弥补减税导致

的支出不足，将来必须增加税收来偿还今天的国债和利息，债务被转移到下一代，如果代理人把下

一代的效用视为自己的效用，那么今天的减税所带来的当期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会增加他们的消费，

因为消费依赖于实际税后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当前的可支配收入。因此债务的增加不会刺激总需

求，对经济增长没有影响。完美的李嘉图等价意味着由于减税导致的政府储蓄的减少等于私人储蓄

的增加，因此总需求不受减税的影响，即AD曲线保持不变。从总供给角度考虑，税率下降将导致预

期的税后工资上升，因此劳动供给增加，推动总供给曲线AS向右移。这样，将导致产出增加，物价

水平下降，利率上升。 

关于李嘉图等价原理的可靠性，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在理论上的研究集中于

李嘉图等价原理的假设条件是否成立，虽然没有定论，但是其中大部分的结论认为，由于现实中经

济中存在的有限理性、不完美资本市场、非一次总付税、非利他动机、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等原

因，而导致李嘉图等价不成立。实证研究中，Feldstein (1982)[9]最早采用消费函数的回归模型对李

嘉图等价进行检验，结果不支持李嘉图等价原理。Kormendi(1983) [10]检验了李嘉图等价原理并且发

现，当政府赤字扩大，将来的税收负债上升。然而人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追加的税收能征收上来，这

个不确定性导致了储蓄增加，私人消费下降，他的结论支持李嘉图等价原理。Modigliani and Sterling 
(1986) [11]运用生命周期假设消费函数检验了李嘉图等价原理，假设预期可以用变量的分布滞后表示，

结论表明李嘉图等价不成立。K.Peren Arin和Faik Koray(2005) [12]建立了五个变量的SVAR模型，通

过研究发现，提高间接税或企业所得税收入将导致宏观经济紧缩，而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则对经

济既没有收缩效应，也没有扩张的效应。得出结论认为，个人所得税支持李嘉图等价原理。  

李嘉图等价原理的检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基于消费函数，检验政府债务的增加是否被居民

当作净财富，从而增加私人消费；另一类则研究赤字对利率的影响，检验赤字的增加是否导致利率

提高。本文在后面的实证分析中采用第一类方法。 

1.2 企业所得税的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费雪(Fisher，1954)认为，税收作为金融的一个因素，不会影响经济中的总产出。[13]另一方面，

根据新古典投资文献，如乔根森 (Jorgenson，1963) [14]，乔根森和西伯特 (Jorgenson and Siebert，
1968) [15]，企业所得税率则影响资本成本，从而影响投资，从而降低产出。Young Lee 和 Roger H. 
Gordon（2005）[16]运用1970-1997年间的70个国家的数据研究了税收政策对实际的经济增长率的影

响，得出结论认为在假定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并且其他税收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法

定企业所得税率与平均增长率显著负相关。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导致一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降低，企

业所得税率降低10%将使经济增长率提高1－2个百分点。而其它税收变量，包括劳动边际税率和有

效边际税率等变量不影响经济增长率。 

1.3 间接税的理论分析及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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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mond and Mirrlees（1971）[17]认为当政府能对不同的要素以不同的税率征税，则经济处在

生产可能边界上，并且政府不应该采用关税、生产税等间接税，因为这使得生产无效率。阿特金森

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18]运用各种劳动之间完全替代的粘性价格模型证实了

他们的结论，即当政府可以采用非线性的所得税时，无需用间接税作补充。Naito（1999）[19]则认为

由于政府无法对不同的劳动以不同的税率征税，因而Diamond and Mirrlees（1971）的关于商品税

的结论不正确，而对于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1976）的模型，由于各种劳

动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因此他们的关于商品税的结论都不正确。Naito（1999）的观点是间接税应该

作为所得税的有效补充。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Atkinson and Stiglitz，1980）为了研究所得税和

间接税对家庭储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跨期模型。在模型中，假定一个生活了两期的人，只

在第一期获得工资收入，因此只在第一期交所得税，并且他在第二期交纳消费税，所得税和消费税

都是比例税率，但税率不同，因此，如果个人为了将来的税收而现在更加努力工作的话，我们可以

预期间接税具有很小的，或某些情况下对储蓄具有正的税收乘数。 

Kneller，Bleaney 和 Gemmell（1999）研究了 22 个 OECD 国家的截面数据，得出结论认为，

直接税抑制经济增长，而间接税对经济增长则没有这个作用。 

2   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间接税对产出的动态冲击的计量检验 

2.1 模型及识别方法 

首先建立各种税收、政府支出和产出的三元结构VAR(p)模型(即SVAR(p)模型)[20][21]： 

tptpttt XXXBX ε+Γ++Γ+Γ+Γ= −−− L22110                                 （1）  

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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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Γ 、 、…、 分别是 3×3 系数矩阵， 、 和 分别为各种税收、政府支出和产出序列，

i=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及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n 是变量个数（n=3），
2Γ pΓ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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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ε 、 t2ε
和 t3ε 分别是作用在税收、政府支出和产出上的结构式冲击，即结构式残差， tε 是协方差为单位矩阵

的白噪声向量，即 ),0(~ nt IVWNε 。 

如果 B 是可逆的，可将结构式方程转化为简化式方程： 

tptpttt XBXBXBBX μΓΓΓΓ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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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简化式残差 tμ 是结构式残差 tε 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比如（2）式中的残

差可以看作是三种冲击的线性组合：  ① 税收和政府支出对产出波动的自动反应（即自动稳定器的作

用），而对于税收方程的残差，由于给定了税率和税基，可以把这个成分看成是税收的不可预期的变

化。  ② 政策制定者对产出等变量波动所采取的系统地、相机抉择的政策的冲击，如对于税收方程的

残差，可以看成是由于产出的波动导致政策制定者改变税率而产生的冲击。  ③ 财政政策的随机的相

机抉择的冲击。即所谓的结构冲击，它和简化式残差不同，它们互不相关且与其他的冲击不相关。 

对于n元p阶SVAR模型，需要对结构式施加 ( ) 21−nn 个限制条件才能识别出结构冲击。[22]而对

于本文的模型来说，由于模型中包含 3 个内生变量，则 32/)1( =−nn ，因此需要对模型施加 3 个约

束条件，才能识别出结构冲击。 

本文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作如出如下的三个假设：  ① 实际GDP影响当期的税收

收入，但不会影响政府支出，即B矩阵中 023 =b 。  ② 税收冲击可能对政府支出有影响，但税收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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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同期的政府支出，即B矩阵中 。  ③ 第三个假设是关于税收的实际产出弹性假设，本文通

过回归模型得出在 1994:1~2004:2 期间平均的各种税收的产出弹性分别为 3.5（个人所得税），0.6
（企业所得税），1.63（增值税），0.95（消费税），1.45（营业税）

012 =b

1，即当研究个人所得税时， = 
-3.5，而相应地研究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时， 则分别为-0.58、-1.63、-0.95、
-1.45。 

13b
13b

2.2 模型的数据、平稳性检验及模型的稳定性检验 

文中各指标 、 和 分别为经过X-12 季节调整，并且用CPI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去除了

通货膨胀因素并且取了对数的GDP、各种税收收入和政府支出的季度数据，时间区间均为

1990:1~2004:2

tY i
tT tG

2。本文分别应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和PP(Phillips-Perron) 方法对各序

列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发现各指标均为一阶差分平稳的，因此需要对模型包含

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来检验各个模型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其结果显示

在 1%或 5%的显著性水平下每个模型至少存在一个协整方程，说明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

关系。被估计的各个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小于 1 并且位于单位圆内， 因此所有模型都是稳定的。 

2.3 政策效应的脉冲响应分析  

首先对未施加限制性条件的 VAR 进行估计，根据 Akaike 准则（AIC）和 Schwarz 准则（SC）

判断 VAR 的滞后阶数为 2。在获得模型简化式估计的基础上，通过施加假设条件就可以计算 VAR
模型中的经济变量对经济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在 VAR 模型中，一次冲击对第 个变量的冲击不仅

直接影响第 i个变量，并且通过 VAR 模型的动态（滞后）结构传导给所有的其它内生变量。在 SVAR
模型中，脉冲响应函数描绘了在一个扰动项上加上一次性的(one-time shock)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

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例如，首先考虑产出对于税收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函数，对于 VAR 模

型而言，脉冲响应函数为

i

tstX 1μ∂∂ + ，而对于 SVAR 模型，其脉冲响应函数为 tstX 1ε∂∂ + ，其中，s
是冲击作用的时间滞后间隔。本文选取滞后长度为 10 个季度，通过具体计算可以得到产出对税收冲

击的响应轨迹。文中利用蒙特卡罗（Monte Carlo）随机模拟方法来计算对税收政策冲击的动态响应，

计算冲击响应矩阵中每个元素所采用的重复 1000 次。图 1-5 分别给出了基于 SVAR 模型的产出的

脉冲响应轨迹。图中横坐标表示冲击发生后的时间间隔（季度），纵坐标表示产出对税收冲击的反应

程度（百分数）。下面分别分析产出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各种间接税冲击的响应。 

2.3.1 对个人所得税冲击的响应 

首先考察个人所得税对产出的冲击影响，其中的冲击为一单位的标准残差。从图 1 中可以看出，

个人所得税对产出的冲击是负向的，并且在第 10 个季度冲击的作用消失。即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在短

期不利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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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SVAR 模型中产出对 

 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响应 

根据传统的 IS-LM 模型，AD-AS 模型，所得税率的提高将同时导致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

移动。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从总需求的角度考虑，税收收入增加（即税率提高）降低消费，导

致总需求曲线左移，而根据李嘉图等价原理，税收收入的增加并不影响当期消费。同时从供给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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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看，税率上升将导致预期的税后工资下降，因此劳动供给降低，推动总供给曲线 AS 向左移。

这样，将导致产出降低。关于个人所得税对产出影响的途径，本文在第三部分将作进一步阐述。 

2.3.2 对企业所得税冲击的响应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对产出的冲击为负向冲击，也就是说，高的企业所得税不利于

产出增长。此结论与新古典投资文献的结论相符，同时也说明了费雪分离定理不适合用来分析我国

当前的经济形势。那么是否正如新古典文献所述，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则资本成本上升，使得投资下

降，从而降低总产出呢？本文在第三部分将作进一步阐述。 

2.3.3 对间接税冲击的响应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经济学界对间接税对产出的影响的看法并不确定，间接税可

能对产出具有很小的正的乘数作用，也可能对产出无影响，也可能对产出具有负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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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SVAR 模型中产出 

对增值税冲击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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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SVAR 模型中产出 

对消费税冲击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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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VAR 模型中产出 

对营业税冲击的响应 

而我们的结论发现，不同的间接税对产出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图 3 中可以看出，增值税对产出

的冲击较小，且在正负之间波动，在前 4 个季度是较小的正向冲击，在第 4 个季度以后转成相对较

大的负向冲击，第 9 个季度以后又变成正向冲击，因此在短期内，增值税对产出的累积影响是较小

的负向冲击。从图 4 中可以看出，消费税对产出的冲击在前 3.5 个季度是正向的，之后是负向冲击，

并且在第 6 个季度达到负向冲击的最大值，然后负向冲击在第 9 个季度减小到 0，可以看出，消费

税对产出的累积影响是较小的负向冲击。在图 5 中，营业税对产出的冲击是正向的，并且在第 3 个

季度达到最大值之后，保持在这个水平上。综上可见，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税率而提高营业税税率

将提高总的产出水平。 

3   各种税收对产出影响途径的计量分析 

3.1 个人所得税 

从前文的结论可知，个人所得税对产出的冲击是负向的。那么个人所得税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产

出呢？传统的观点认为，总需求的角度考虑，税收收入增加（即税率提高）降低消费，导致总需求

曲线左移。同时从供给的角度来看，税率上升将导致预期的税后工资下降，因此劳动供给降低，推

动总供给曲线 AS 向左移。这样，将导致产出降低。下面分别从总需求的角度考虑个人所得税对私

人消费的影响和从总供给的角度考虑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3.1.1 个人所得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 

为了考虑个人所得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本文建立四元的 SVAR 模型为考察在我国税收和政府支出

对私人消费的作用方向，本文建立了四个变量：包括税收、政府支出、产出和私人消费在内的四元

结构 VAR(2)模型（即 SVAR(2)模型）： 

tptpttt XXXBX ε+Γ++Γ+Γ+Γ= −−− L221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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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变量和参数矩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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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Γ 、 、…、 分别是 3×3 阶系数矩阵， 、 、 和 分别为税收、政府支出、产出

和私人消费序列，
2Γ pΓ tT tG tY tCOM

t1ε 、 t2ε  、 t3ε 和 t4ε 分别是作用在税收、政府支出、产出和私人消费上的结构式

冲击， tε 是协方差为单位矩阵的白噪声向量，即 ),0(~ nt IVWNε 。模型数据处理同前。 

由于模型中包含 4 个内生变量，则 62/)1( =−nn ，因此需要对 SVAR 模型施加 6 个约束条件，

才能识别出结构冲击。除了在前文中三元的 SVAR 模型中所作的假设外，还需做三个假设：（1）私

人消费不会影响当期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即 B 矩阵中 014 =b 。（2）私人消费不会影响当期的政

府支出，即 B 矩阵中 。（3）政府支出冲击可能对税收有影响，但政府支出不依赖于同期的税

收，即 B 矩阵中 。 
024 =b

021 =b

模型中各指标个人所得税、政府支出、产出和私人消费均为经过 X-12 季节调整，并且用 CPI
进行平减得到实际值，去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并且取了对数的季度数据，时间区间均为

1990:1~2004:2。经检验，模型中各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首先对未施加限制性条件的 VAR
进行估计，根据 Akaike 准则（AIC）和 Schwarz 准则（SC）判断 VAR 的滞后阶数为 2。 

在获得模型简化式估计的基础上，通过施加假设条件可以计算出 SVAR 模型中的私人消费对个

人所得税收结构冲击的动态反映，具体结果见图 6。 

-.01

.00

.01

.02

.03

.04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 6 SVAR 模型中消费对个人所得税冲击的响应 

从图 6 中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在前 3 个季度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从第 4 个季度开始，个人

所得税对私人消费具有负向冲击，并逐渐增大，在第 6、7 季度之间达到最大后逐渐减小。也就是说

提高所得税税率在第 3 个季度后将降低私人消费。此结论证实了税收收入增加（即税率提高）降低

消费，因而总需求曲线左移，此结论符合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同时本文的结论也说明了李嘉图等价

原理在我国是不成立的。下面研究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3.1.2 个人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国外对劳动供给弹性的研究有很多，得出的结论虽然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当工资

改变时，全职工人并不怎么改变他们的劳动时间。有证据表明，经济中的劳动供给曲线总体上接近

于垂直状态。[23]  

下面计算我国的劳动供给弹性。由于我国没有劳动供给的时间序列数据，本文采用从业人数表

示我国的劳动供给（年初和年末从业人数的平均数），劳动工资采用工资总额或采用收入法 GDP 中

的劳动者报酬和劳动税收之和，其中，劳动报酬 1990 年前以向书坚（2000）估计的劳动收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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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tt CPIWL ε++= )log(12.06.10log                                    （4） 
（15.31）（0.85） 

1.88..92.02 == WDR  
其中，Lt 为劳动供给3，Wt为劳动工资，CPIt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tη 为残差。方程中用AR项

调节残差的序列相关性。从估计结果看， 1α 的估计值为 0.12（或 0.124）且非常不显著，因而可以

认为，劳动工资的变动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不显著，即我国的劳动供给曲线总体上接近于垂直状态。

也就是说，对工资征税对我国的劳动供给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此结论说明税率上升虽然导致预期

的税后工资下降，但是劳动供给并没有降低，总供给曲线AS向不变。 

从以上得到的结论来看，税收收入增加（即税率提高）降低消费，因而总需求曲线左移。税率

上升虽然导致预期的税后工资下降，但是劳动供给并没有降低，总供给曲线 AS 向不变。因此导致

总的产出降低。 

3.2 企业所得税 

由上文的结论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对产出的冲击为负向冲击，即增加企业所得税将导致产出

降低。此结论与新古典投资文献的结论相符，那么是否正如新古典文献所述，企业所得税率提高则

资本成本上升，从而投资下降，从而降低总产出呢？下面本文从所得税对投资的影响来寻求答案。 

为研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冲击，本文建立包含企业所得税、政府支出、产出和投资的 SVAR
模型。模型的具体形式及其假设条件类似于（3）式，只是把个人所得税换成企业所得税，私人消费

分别换成投资。由于篇幅的关系，在此不再对这个模型详细说明。 

在获得模型简化式估计的基础上，通过施加假设条件可以计算出 SVAR 模型中的投资对企业所

得税收结构冲击的动态响应，具体结果见图 7，为了说明问题方便，图 7 中给出了投资对企业所得

税的累积冲击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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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SVAR 模型中投资对 

企业所得税的累积冲击响应 

在图 7 中，企业所得税对投资的冲击负向冲击。也就是说，企业所得税增加将导致投资下降，

此结论证实了在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下，新古典的投资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投资问题。 

3.3 间接税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经济学界对间接税对产出的影响的看法并不确定，间接税可

能对产出具有很小的正的乘数作用，也可能对产出无影响，也可能对产出具有负的效应。而由前文

运用 SVAR 模型，对我国的数据的计量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降低增值税、消费税税率而提高营业税

税率将提高总的产出水平。由于间接税是对消费支出征税，下面本文主要考虑增值税、消费税和营

业税对消费的影响。 

为研究间接税对消费的冲击，本文建立如下的三个 SVAR 模型，（1）增值税、政府支出、产出

和私人消费；（2）消费税、政府支出、产出和私人消费；（3）消费税、政府支出、产出和私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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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具体形式及其假设条件类似于（3）式，只是把个人所得税分别换成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由于篇幅的关系，在此不再对这三个模型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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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SVAR 模型中私人消

费对消费税冲击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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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VAR 模型中私人

消费对增值税冲击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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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SVAR模型中私人消

费对营业税冲击的响应 

从图 8 和图 9 中可以看出，增值税和消费税对私人消费都具有较小的负向冲击，即降低增值税

和消费税率将导致私人消费增加，从而总的产出增加，也就是说，增值税和消费税具有较小的正的

税收乘数。在图 10 中，营业税对私人消费具有较小的正向冲击，即降低营业税将导致私人消费降低，

从而总的产出降低。 

4   实证分析的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的目的是刻画产出对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各种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

税的冲击响应。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在估计无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后，施加识别条件对税收

冲击进行识别并得到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然后对税收政策冲击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

各种税收对产出的冲击作用不同：（1）个人所得税通过降低私人消费，并对劳动供给无影响从而对

产出具有负向冲击，同时说明李嘉图等价原理在我国不成立；（2）企业所得税增加了投资成本，抑

制了投资从而对产出具有负向冲击，此结论符合新古典投资理论；（3）间接税对产出的冲击都比较

小，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对私人消费具有较小的负向冲击，因而对产出具有很小的负向冲击。而营

业税则通过对促进私人消费的增加，从而对产出具有较小的正向冲击。这些分析可以为决策部门今

后制定更加有效的税收政策提供一定的定性和定量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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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的弹性是采用简单的回归测算的各种税收相对于产出的弹性，运用如下的回归方程估计得到我国在 1994 年 1
季度~2004 年 2 季度期间的平均的产出弹性为 3.5（个人所得税），0.58（企业所得税），1.63（增值税），0.95（消

费税），1.45（营业税）（模型中存在序列相关性通过添加AR项得以修正）。T ，方程参数均在 1%

或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中， T ，Y 分别为剔除了价格因素并取了对数的各种税收（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

税、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和产出的季度时间序列，时间区间为 1994:1~2004:2， 为残差项。 
2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为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和国家统计局《经济景气统计月报》。时间期间为 1994 年 1 季度～

2004 年 2 季度。所采用数据均做了季节调整，以下不再说明。 
3
本文年度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4》，及中经网http://www.ce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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